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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央港关系的矛盾在基本法世界中具有普遍性。作为一种宏观的政治构想，“一国两制”事业的繁荣发
展有赖于人们运用法治思维，在基本法实践过程中积极正确地对待央港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步加以推进。香港基本
法第 17条在处理中央立法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立法权的关系中具有枢纽地位。由于规范结构和立法原则上
的深层规限，其第 3款设置的中央立法审查发回权条款在启动理由和运行程序上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酝酿着中央
立法审查权和香港特区司法审查权的潜在冲突可能。中央立法权与香港特区自治立法权的划分是一个难点问题。
厘清发回权条款的规范疑义及其法律效果，明确中央立法审查权的主导地位，可将长期受到遮蔽的中央立法审查权
与香港司法审查权之间的潜在冲突消解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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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基本法内央港关系矛盾的普遍性
香港基本法之所以被誉为一部“创造性的杰
作”［1］，就在于其以非凡的智慧和高度的包容运用
“一国两制”方针处理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
系［2］，实现了两种不同社会性质和法治传统的法律
制度在一个单一制国家内的和谐共存，是所谓“井
水不犯河水”。但这种共存并不是停滞固化的共
存，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往来交涉的共存，是由央港
之间的动态关系所形塑的共存。两制“井水不犯河
水”指的是相互尊重，绝非相互屏蔽。作为中国法
和普通法的混合体［3］，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
的权力冲突和相互调和在香港基本法的世界中广
泛存在。比如受到广泛关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
香港终审法院围绕基本法释法权所产生的权力冲
突；比如中央政府与香港立法会围绕行政长官任命
权所产生的权力冲突；比如在香港社会政治对立严
重的背景下，特区政府有可能将涉及中央事权的法
案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前进行沟通，经全国人大常
委会预先审查并通过后，相关法案在立法会正式表
决阶段遭遇香港立法会否决所产生的权力冲突。［4］
因此，基本法作为在法律上落实“一国两制”的主要
机制，央港矛盾的处理在基本法的世界中非常普
遍，也非常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基本法第
17条关于中央立法审查权的规定在规范内涵上存
在着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同样蕴含着中央与香港
特别行政区之间新的权力冲突的可能，尚未得到应
有的重视。
二、香港基本法第 17条发回权条款
的规范内涵
发回权条款是香港基本法第 17条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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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回机制建立在第 17条第 1款和第 2款之上，认
识发回权条款，首先需要认识香港基本法第 17条。
香港基本法第 17条主要由三个条款构成。其第 1
款是授权性条款，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
权。其第 2款是义务性条款，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
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的义务，备案本身不影响香港本地立法的生效。第
3款也是授权性条款，但授权的对象是全国人大常
委会，本文称之为发回权条款。根据该款规定，全
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
后，如认为香港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香
港基本法关于中央事权及央港关系的规定，可将有
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回的
法律立即失效。该法律的失效，除香港本地立法另
有规定之外，不具有溯及力。
香港基本法第 17条在处理中央立法权与香港
特别行政区立法权的关系中具有着重要地位，是在
立法权领域落实“一国两制”原则精神的重要条款，
是“一国两制”这一政治构想法治化的重要实践。
该条的上述三个条款，搭建起了中央立法权与特区
自治立法权的基本关系框架，即 1）香港特区拥有自
治立法权，2）香港特区行使这种自治立法权须向中
央进行报备，3）中央立法机关在进行备案审查时，
拥有最低限度的发回权。这三个条款环环相扣，处
在一个逻辑链条之上。
首先，香港基本法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精
神，赋予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性质的地方自
治立法权，这种立法权不仅具有内容上的广泛性，
也具有高度的自主性。［5］从内容上来看，一般认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除不得制定有关国防、外交
和其他按基本法不属于特区自治事务的法律外，立
法会享有包括制订、修改和废除香港特区法律的权
力，提出修改基本法的议案权，对基本法附件一、附
件二的修改权，以及审核财政预算权、质询辩论权、
弹劾权、任命权在内的广泛权力。从独立性上来
看，与内地普通行政区域的地方立法和民族区域的
自治立法不同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仅需与
基本法保持一致，无需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保
持一致。香港特区的地方自治立法权得到了香港
基本法第 2条、第 12条、第 66条等条款的确认，基本
法第 17条第 1款继续确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
的这种立法权。
其次，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立
法权，但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作为单一制国家
的组成部分，特区与中央的关系不是联邦制国家中
联邦成员和联邦的分权关系。［6］127“香港特别行政区
本身没有固有的权力。它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是国
家为了实行‘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特地授给它的。其性质是一种地方自治权，是由国
家主权派生的权力。”［7］88因此，虽然国家立法一般
不在特区实施，特区立法也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但
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源于中央授权，其立
法仍然属于单一制国家整体宪法秩序的组成部分，
故特区立法机关需履行最低限度的报请备案义
务。事实上特区向中央履行备案义务在基本法中
并不鲜见，如香港基本法第 48条第 3款规定了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须将财政预算、决算报中央人民政
府备案，第 90条规定了特区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
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和免职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
会同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 156条规定了特
区在外国设立官方或半官方机构须报中央政府备
案，基本法附件二规定了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须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因此，基本法第 17条第 2
款沿此机制，明确了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向中央立法
机关的报备义务。
最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立法权的派生性
还决定了主权者拥有监督权。“中央对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使主权，不单表现在某些属于主权范围内的
事务由中央直接管理，还表现在中央对香港特别行
政区实行的高度自治有监督权。”［7］93“被授权者只
能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力，不得越权。授权者对自
己授出的权力有监督权，有权改变或撤销授权。”［6］141
因此中央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
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有权对基本法的实施进
行监督。在立法权领域，就体现为中央对特别行政
区立法机关报请备案的法律有进行审查处理的权
力。但与中央立法机关对内地违宪违法的地方立
法有撤销的权力不同，为了最大限度地尊重特别行
政区的高度自治，基本法将中央立法机关对特区报
请备案的立法监督权限制在了发回权中，并且，发
回的原因、发回的程序，发回的效力都受到了严格
限定。这在基本法第 17条第 3款即发回权条款中
得到了全面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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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基本法第 17条发回权条款
不确定性的深层结构
香港基本法第 17条第 3款即发回权条款建立
在基本法第 17条第 1款和第 2款的基础之上，与基
本法第 17条第 1款和第 2款共同完成了“一国两制”
在立法权领域的法治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发回权
条款所建立的中央与香港特区立法权的调和机制
并不完善，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
（一）发回权条款的规范内涵无法自足
首先，发回权条款所赖以存身的香港基本法第
17条本身不具有自足性，须受到其他法律规范辖
制。就具体条款而言，有学者认为，基本法中真正
具有自足性的是由宪法第 31条延伸而来的基本法
第 11条第 1款，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基本
法框架之外作出具有修改基本法效果的公法行为
的效力受到该条款的约束。［8］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
的，那么基本法第 17条所确立的发回机制同样具有
型塑香港法治的功能，至少要受到基本法第 11条第
1款的约束（这种备案审查机制其实是内地立法备
案审查机制在香港特区的延伸）。从基本法篇章结
构上来看，香港基本法第 17条规定于香港基本法第
二章“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之中。该章
节继承第一章总则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依次对特区
自治权性质、特区外交权限、特区防务、特区人事任
命权限、特区行政权限、特区立法权限、特区的法律
实施、特区司法权限、特区授权开放性、特区居民参
政权、特区与内地关系、特区国家安全立法义务等
作出了一揽子规定，第 17条所明确的特区立法权限
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从规范效力上来讲，第二章
中的内容应从属于第一章总则的相关规定。此外，
由于第 17条条文本身比较简明概要，在对第 17条
进行解读时，不仅需要结合第一章总则的内容，而
且还需要结合基本法第二章、基本法其他章节的内
容甚至于整个国家宪法秩序加以解读。如第 17条
第 1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但这种立
法权的自治性质、授权来源、立法权限、立法范畴、
立法程序、立法主体在该条款内均付之阙如，需要
结合整个基本法条文乃至宪法条文予以观察。如
第 17条第 2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须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
效，但在我国，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备案审查机制主
要由《立法法》《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等法律加
以规定，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进行立法备案产生问题，在遵守基本法的同
时，同样要从这些国家立法中寻找规范依据。比如
第 3款即发回权条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
其所属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之后，对不符合
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和央港关系条款的法
律有发回权，但是从规范上来讲，究竟中央事权的
范畴如何，央港关系条款的范畴如何，仅仅从第 17
条条文本身无法得到解答，同样需要结合基本法全
文、国内立法乃至宪法规定做出整全分析。
（二）发回权条款的立法原则高度模糊
其次，作为基本法立法原则的“一国两制”理论
本身是一种宏观的政治构想。一般而言，与明确、
严谨、具体的法律规范不同，法律原则因其高度抽
象和概括而高度模糊。政治构想只适宜提供政治
指导和价值指引，并不能够为现实的具体法律操作
提供技术化的规范依据。“一国两制”自上世纪 80年
代诞生以来大体经历了“从政治构想和外交承诺到
宪法制度、从宪法制度到法律制度现实、从法制到
法治”［9］的三个阶段，其由政治理论演化为法律制
度，本身就是“不同意识形态、法制和法治理论和理
念、法律传统和技术、法律文化和方法不断碰撞和
冲突的互动过程”［9］。这表明在“一国两制”法治化
的过程中本身就具有政治性和动态性，是具体的法
制安排塑造“一国两制”原则，而非宏观的“一国两
制”原则事无巨细地决定基本法每一个条款。因
此，从法教义学的角度来看，“一国两制”作为政治
构想，同样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不确定性。
四、香港基本法第 17条发回权条款
不确定性的主要表现
发回权条款深层结构中的规范渊源和立法原
则具有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发回权条款规范效力所
具有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
（一）发回权的启动理由具有不确定性
根据发回权条款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发回权的主要原因是“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
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
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①但中
央管理的事务和央港关系条款的规范内涵和规范
边界并不明确，究竟什么是中央管理的事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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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央港关系的事务，什么是完全属于特区自治范围
内的事务，基本法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事实上
这些疑问在基本法起草之初就曾经引起议论，比如
有意见认为“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的表述包
括范围太广，不宜在条文中出现，应将其范围确定
下来，并列入附件内。还有意见主张，把基本法的
条款清楚地分成两类：一类关于国防、外交和属于
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事务，另一类则纯粹属于特别
行政区的内部事务。分类的方法则可以采用在基
本法中明文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法院分别
负责解释哪些条款，或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掌握最
高决定权，基本法委员提供意见。［6］343但在最终立法
过程中，由于在立法技术上不具有可行性，这些意
见均未得到采纳。这就使得这些条款的规范内涵
和边界长期处于悬置状态中。比如在著名的“庄丰
源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中，诉讼各方对基本法第
24条的理解就不一致。由于该案争议的关键在于
香港《入境条例》是否违反香港基本法第 24条第 2
款第 1项关于居港权的规定，从而牵涉到了基本法
第 24条第 2款第 1项是否属于央港关系条款的判
断。代表庄丰源的资深大律师李志喜认为，基本法
第 24条第 2款第 1项是对享有香港居留权的永久性
居民的某个类别的规定，因此属于特区自治范围内
的条款，不涉及央港关系。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
霍兆刚则认为，应当采取实质性影响标准来判断立
法是否属于央港关系条款。如果实施某项条款会
对中央管理的事务或者央港关系造成实质影响，则
应当认为该条款属于特区自治范围之外的条款。
而香港终审法院则采用“特性标准”，认为究竟某一
条款是否属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应该根据
“该条款是否具有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
者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特性”。［6］345可见，中央
事权、央港关系、特区自治范围等条款的判断标准
具有多种歧义，由于基本法第 17条规范内涵不具有
自足性，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长期怠于对这些条款
进行解释，这导致了发回权机制在启动之初就面临
着不确定性争议。这种不确定性争议在实践中酝
酿着央港权力新的冲突可能。
（二）发回权的运行程序具有不确定性
基本法第 17条所确立的对香港立法机关制定
的法律的立法备案审查机制，其实是内地规范性法
律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在香港基本法中的延伸。据
有关学者考证，我国规范性法律文件备案审查制度
并非舶来品，而是中国本土政治实践的产物。1954
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 1978年宪法均没有“备案”这
一概念。自 1982年宪法开始出现备案概念后，这一
制度在 20世纪 80年代逐渐萌芽，在 20世纪 90年代
开始制度化，最终形成了现行的备案审查制度。［10］
香港基本法起草正值该制度萌芽发展，作为中央立
法权对特区自治立法权的一种柔性监督机制，备案
审查制度的诞生正逢其时，自然而然被引入到了基
本法之中。但由于备案审查制度初创，相关程序并
不完善。基本法虽规定了中央立法机关的备案审
查发回权，但该权力如何行使缺乏明确的具体规
定。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发回权长期存而不
用的现实情况也使其一直被束之高阁，缺乏为实践
型塑的机会。比如在作为发回权行使基础的备案
阶段和审查阶段，到底是由制定法律的立法会报请
备案还是由公布法律的行政长官报备不明确，全国
人大常委会进行备案审查的具体程序和审查标准
不明确，特别行政区报备的时间期限不明确，报备
的材料格式要求不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备案
和审查的工作机构及其具体职责不明确，全国人大
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的效力不明确，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查结果的公示形式也不明确。［11］
具体到了审查结束进入结果处理阶段后，当全
国人大常委会认为特区有关立法存在违背中央事
权或者央港关系的情形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这
种发回权的具体方式和程序并不明确，发回之后香
港特别行政区对应的处理程序也不明确。尤为重
要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发回权的时间期限不
明确。长久以来，发回权制度处于空转状态，正是
在于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机关报请备案之后，全国人
大常委会行使发回权缺乏期限限制。事实上，基本
法第 17条三个条款确立的备案审查发回制度环环
相扣，其第 2款即备案义务条款所规定的备案，并不
仅是停留于“知道了”意义上的备案。一般意义上
的备案仅仅只是一种登记制度，但从第 17条设置的
规范意图上来看，第 17条第 2款的备案与第 3款的
审查和发回条款具有逻辑关联，第 2款的备案必然
引发第 3款的处理程序，特别行政区的报备义务只
是审查和发回的前置程序，审查和发回必须以备案
为前提条件，备案必然导致审查，备案与审查共同
构成第 17条特别行政区法律备案审查这一完整制
度。［11］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备案之后应当展
开审查程序，审查的结果无非是符合基本法和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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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基本法两种情况，发回权条款即是对不符合基本
法的这种结果的处理程序。如果不发回，则说明该
法律符合基本法。但由于发回权条款并未规定处
理期限，使得人们无从判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
结果。可以说，正是发回权条款缺乏具体期限这一
立法漏洞导致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规避行使发
回权。至于为什么会在规范上存在这样的立法漏
洞，根本上还源于前文所提及的“一国两制”这一政
治构想所具有的政治性和规范上的不确定性。发
回权条款因其期限模糊而具有的不确定性，还将进
一步引发其法律效力的不确定。
五、香港基本法第 17条发回权条款
不确定性的法律后果
（一）发回理由的不确定性容留了央港权力冲
突可能
如前所述，发回权条款中的发回理由在规范内
涵上具有不确定性，有赖于权威的审查机构做出终
局的判断。本来按照发回权条款的规定，应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对中央事权和央港关系的规范内涵进
行理解，对报备的特区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关于中
央事权和央港关系的条款进行判断，如不符合则发
回特区立法机关，殊无疑义。但值得注意的是，香
港基本法是一部整体上逻辑自洽的法典，基本法中
的其他条款有可能在外部对发回权条款构成竞合
关系。这里突出体现在香港基本法第 158条关于香
港特区法院基本法解释权的有关规定上。从法理
上来说，法律解释的本质是法律理解，法律审查的
本质是法律判断，法律理解构成法律判断的必然前
提，法律判断是法律理解的必然后果。也就是说，
有法律解释即有法律审查，无法律解释即无法律审
查。基本法第 158条第 1款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
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其第 2款授权香港法院在
审理案件时拥有对基本法自治范围内条款的解释
权，其第 3款进一步规定香港法院对基本法其他条
款也可以解释，只是案件在涉及到不可上诉的终审
判决前才需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按照基
本法的这一规定，香港法院事实上获得了对中央事
权条款、央港关系条款和特区自治事权条款的判断
权。香港是奉行判例法制的普通法地区，按照遵循
先例原则，法院判例对实体法律体系起到重要的塑
造作用。这样一来，基本法第 17条关于中央立法审
查权的规定和基本法第 158条关于特区司法解释权
（基于解释权与审查权的一体性，或曰特区司法审
查权）的规定就产生了竞合关系，从而导致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对特区立法是否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
事权及央港关系的规定的判断权受到了冲击。可
以说，正是发回权启动理由上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中
央立法审查权与香港司法审查权在这一问题上的
冲突。而且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的三次释法
例都是针对香港基本法第 158条下央港法律解释权
的冲突，人们的注意力也主要集中在基本法第 158
条的讨论上，基本法第 17条下央港法律审查权的冲
突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二）发回程序的不确定性加深了央港权力冲
突空间
如果说香港法院根据基本法第 158条所拥有的
司法解释权在外部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审查
权形成了冲击的话，那么发回权程序上的不确定性
和实践状态固化了这种冲击，进一步使得发回权条
款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终局裁判地位受到了动摇。
按照发回权条款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
询所属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后，如认为香港特区立
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事务及
央港关系的规定，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
改。经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除特区法律另有规定
外，无溯及力。可以说该款关于特区法律被发回后
的法律效力规定得较为明确。但问题在于，由于发
回权行使程序尤其是发回权期限的不确定，使得人
们无从判断报请备案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发
回的法律是否一定合法。换言之，由于发回权条款
缺乏期限限制，人大行使发回权处于暧昧状态，人
大常委会不发回香港特区立法是否应当被看作是
一种合法性背书，还是看作人大怠于行使发回权，
具有争议。
发回权条款本质上是一种负面清单机制，基本
法立法之初采取这种负面清单机制或许也是为了
尊重特别行政区的立法自主性，将中央的立法审查
控制在较低的强度下。如果能够推定未经人大发
回的特区法律就一定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事权和
央港关系的规定，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终局裁判
地位明确，香港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应当从属于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审查结果，当无疑义。但事实上这种
推定是困难的。因为如果将人大不发回即看作合
张晋邦：中央立法审查权与香港司法审查权的潜在冲突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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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背书，那么自香港基本法颁布以来全国人大常
委会从未行使过这种发回权，难道说香港特区立法
会几十年来的立法均符合基本法的相关规定？这
恐怕过于乐观。（而且香港法院的司法实践已经宣
告了某些特区立法不符合基本法）但如果说香港特
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有不符合基本法的相应规
定的情况，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从未公布过审查结
果，而且发回权条款也未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
审查结果的义务。可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回权
行使的实践状态暴露了不发回效力的不确定性，暴
露了发回权条款的规范漏洞。
进言之，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香港特区法院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 2条、第 8条、第 19条及第 158条
等条款自行发展出了违反基本法审查权。人大长
期不行使发回权的同时，香港特区法院行使其违反
基本法审查权，已经对基本法中央事权条款、央港
关系条款和特区自治事权条款的规范内涵建立了
判断标准，获得了司法实践。在居港权系列案件
中，香港终审法院就认为居港权问题完全属于特区
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他们有完全解释权，不需要报
请全国人大。1999年 1月 29日，特区终审法院裁定
临时立法会通过的《入境条例》“第 3号条例”违反
基本法。［12］特区终审法院甚至曾越权认为包括全国
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内的国家权力机构所作
出的决定和行为，特区法院都可以检视其是否符合
基本法，只要待裁决事项实质上属于特区自治事
务，香港法院就可以审理。［13］也就是说，实际上香港
特区法院的司法实践已经对特区法律的合基本法
性进行了审查，如果说人大不发回就意味着合法性
背书的话，那么香港法院已经对这种合法性背书作
出了挑战。这就使得基本法第 17条内中央立法审
查权和香港司法审查权的潜在冲突进一步固化和
加深。
六、完善发回权条款巩固中央立法审查权
发回理由的不确定性需要权威的审查机构作
出终局性的判断，但发回权程序设置上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发回权行使期限的不确定性模糊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立法审查权的法律效力，使得中央立法审
查权的权威陷入漫漶不清的暧昧之中，为香港法院
能动地行使司法审查权，进一步侵蚀全国人大常委
会的权威性预留了空间。坦言之，发回权条款采取
负面清单机制并非不可以，这体现了对特区高度自
治的尊重，但发回权条款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回香
港特区法律的程序，尤其是发回期限也不去作出明
确规定，就使得中央立法审查权不仅在强度上具有
最低性，也使得中央立法审查权在时间维度上具有
最后性。在基本法的实践发展中，面临香港特区立
法会政治对立加剧和香港法院系统能动司法的现
实情况，中央立法审查权的最后性很有可能就最终
演变为中央立法审查权的被动性。如果我们仍然
采取一种“存而不用”“后发制人”的回避心态，事实
上对中央实现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效管治是不
利的。
为了明确中央立法审查权的优越性，进一步维
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裁决央港关系中的权威地位，
并且避免对基本法作出大幅度的修改，笔者建议，
可对发回权条款做出小幅度调整，即对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发回期限作出要求。比如规定，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立法机关将有关法律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备案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如认为有不符合基本法
关于中央事权和央港关系的情况，在征询香港基本
法委员会意见之后，必须在半年以内发回香港立法
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除本地立法例外规定以
外不具有溯及力。这样规定的好处在于，其一可以
督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规定时间内积极行使立法
审查权，因为超过了半年期限，人大就无法再去行
使立法审查权了，这可以激发人大履职的能动性。
其二可以促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中央事权条
款和央港关系条款作出解释，对发回权条款的规范
内涵形成确定权威的法律解释，对“一国两制”和基
本法的法治化运作大有裨益。其三可以终结对发
回权法律效力不确定性的疑义，排除香港法院司法
审查权的侵蚀。因为如果需要发回，全国人大常委
会必须打破沉默，在半年以内发回，特区法律一经
发回自动失效，法院不再适用。过了半年期限人大
仍然不发回，视为合法性背书，特区法律不再需要
进行合基本法性讨论，香港法院必须予以适用。当
然，由于作为发回权条款基础的备案审查机制与我
国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备案审查具有共通性，香港特
区法律的备案审查同样有赖于内地备案审查机制
的整体发展，故发回权条款中的发回期限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以保证国家宪法秩序的统一和
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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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法律之所以能够定纷止争，就在于其规
范内涵明确严谨、权责关系清晰到位，法律规范中
的不确定性体现的是法治思维的不彻底。我国是
单一制国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不能够对
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最高监督权形成冲击。“一国
两制”事业的繁荣发展，基本法的逐步完善，有赖于
我们运用法治思维，在中央管治权和香港特区高度
自治权之间寻得明确妥当的法律边界。不能采取
一种政治化的处理思维，将中央立法审查权存而不
用，任由香港终审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逐步侵蚀全国
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审查权的权威性。发回权条款
不确定性的消解，将有助于更好地处理央港立法权
之间的权力冲突。
注释：
① 参见香港基本法第 1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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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entral Legislative Review Power and the Hong Kong Judicial Re-
view Power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certainty Regarding Law Returning Stipulated in
Article 17 of the Hong Kong Basic Law （by ZHANG Jin-bang）
Abstract：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the "one country，two systems" cause，as a macro political conception，re⁃
lies on people's use of the rule-of-law thinking；it requires people to positively and correctly deal with contradictions be⁃
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Hong
Kong basic law. Article 17 of the Basic Law has a pivotal position in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legisla⁃
tive authority and Hong Kong's autonomous legislative power. Restricted by structural specifications and the principles of
legislation，the third clause，which stipulates the law returning，has notable uncertainty regarding reasons and proce⁃
dures for returning，brewing potenti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central legislative power and the Hong Kong judicial review
power. It is indeed difficult to define the two powers，but clarifying the returning clause's doubtful point and its legal ef⁃
fect and clearly establishing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central legislative review authority can resolve at an early stage
the potenti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powers.
Key words：returning clause；central legislative review authority；Hong Kong autonomous judicial review power；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Article 17 of the Basic Law
On the Change of Hong Kong's Youth Movement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by LIN Wei）
Abstract：Since 2006，the nature of the youth social movements in Hong Kong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cultural con⁃
servationism to nativism. The causes of this change include the opposition's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youth for their po⁃
litical purpose，the international anti-China forces' interference in Hong Kong affairs，the accumulated deep-seated so⁃
cial contradictions in Hong Kong，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errors in its educational policies，and as well as the
youth's own characteristics. It is，therefore，necessary to renew the conception on youth work in Hong Kong，innovate
working methods，and construct an effective working platform so as to increase the youth's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Hong Kong youth；youth movement；Hong Kong nativist movement
Judici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Case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nd Macau Regions
（by DU Lei）
Abstract：Swift development has been achieved in recent year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d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but not muc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with the tw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Hong Kong and Macau. This standstill is caused by differences in legal traditions and conceptions as well as judicial and
legal systems，but more importantly by lack of mutual trust and respect. All sides must，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ne
country，two systems" principle，proceed 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benefiting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regions，strengthe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jointly
combat crimes，and try to make an early breakthrough in judicial assistance.
Key words：one country；two systems；judicial assistance；mutual legal assistance；criminal；interregional
Reflection on Legal Problem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by ZHAOWei）
Abstract：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s forward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omprehen⁃
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in China，doing the two jobs at the same time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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